
 

 1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效率：理论与实证 

于斌斌 郭东
1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是提升城市群经济效率的重要动力来源。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

与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经济

集聚、职能分工和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中心城市结构相比，多中心城市结构更能有效地提高

城市群经济效率。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提高经济集聚程度可以有效缓解单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深

化城市功能分工，将有助于多中心城市结构和城市群经济效率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发展关系；而推动知识溢出将有

利于强化多中心城市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

城市群经济效率越低。在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当前以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

作为考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并推动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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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作出了重大部署，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动

能来源，也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将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载体。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

这表明，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与结构优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有效提高经济效率才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因此，

厘清城市群空间结构如何影响经济效率，并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这不仅对进一步优化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且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变迁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长期关注的研究焦点。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

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对于哪种空间结构存在更高的经济效率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例如，Bailey和 Turok(2001)[3]对苏格兰城市群

空间结构的研究表明，多中心城市结构并不如单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集聚效应显著，并且 Cervero(2001)[5]的研究也发现，城市

群单中心结构的经济效率更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能消减单中心结构带来的拥挤效应(Fujita and 

Ogawa,1982;Meijers and Burger,2010)[10,15],而且城市群空间结构也正在由单中心向网络化、多功能的多中心转变(Krugman, 

1991、1996;Mcdonald,1987;)[12,13,14]。单中心空间结构使资源要素过度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最终会导致拥挤效应(负外部性)大

于集聚效应(正外部性),正如中心城市的规模持续扩大，将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投资效率低、经济增长点少、经济活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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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诸多问题。不仅如此，拥挤效应也是导致城市群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动力，尤其是中心城市职能向外部扩散，使多中

心空间结构更容易通过“互借规模”发挥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Alonso,1973)[1]。 

近年来，随着陆大道“点-轴”模式的提出，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但关于城市群空间结

构经济效率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群集聚程度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要素在单个

城市的集聚有利于城市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刘修岩等，2017;原倩，2019)[29,38]。其中，张浩然和衣保中(2012)[43]对中国十

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发现，单中心城市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且在城市群规模较小时更为显著，然而并未探讨城市群

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但也有研究发现，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Zhang et al,2017;于

斌斌和申晨，2020)[18,39]。上述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哪种空间结构能

够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空间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效率的?其影响机制及因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如

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鉴此，本文将进行如下扩展性研究：一是在理论机制上，构建一个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与

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单中心和多中心两个视角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二是在实证

检验上，除考察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外，还加入了经济集聚、职能分工和知识溢出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以检验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引入城市行政级别来讨论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机制 

(一)单中心城市结构的虹吸效应：要素集聚与资源配置 

以 Krugman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集聚有助于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为城市群在早期发

展阶段的要素集聚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且城市职能更加完善，增强了

中心城市的集聚规模效应，进而改善了城市群经济效率(张浩然，2012)。不仅如此，城市群中经济、人口等要素的集聚，还可

以通过企业前向和后向联系及劳动力蓄水池等产生经济外部性，从而能有效改善经济运行效率(李佳洺等，2014)[27]。首先，单

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主要体现在人口集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中心城市在教育、医疗、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职能方面

的完善，周围人口就会向中心城市加速集聚，这不仅带来充裕的劳动力并使城市经济发展获取更大的人才红利，还会在人口集

聚方面形成规模效应。除此之外，人口集聚也有利于技能获得、信息交换以及知识积累，并通过学习、共享与匹配等方式发挥

集聚经济效应(Duranton and Puga,2003)[8]。其次，单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还体现在创新要素集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单中

心城市在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以及产业链条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正是这些条件塑造了优越的创新环境，使创新资金投入

和创新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必将对经济效率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单中心城市结构给产业集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通过技术和知识的分享促进生产率提升。马歇尔在《经济学理论》中就指出，产业集聚使“产业区”

内的企业能够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学习曲线中的生产成本接近最低状态。中小企业能获得来自产业内外所带来的

外部规模经济，并促进当地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从而形成强化规模经济的要素环境，包括协同的创新环境、共存的辅助性产

业、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等。同时，单中心城市不仅因产业集聚使地方政府更容易通过环境规制提高产能利用率，还能促

成企业间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并形成劳动力和资金的集聚优势，进而使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有效(Yu and Shen,2020)[17]。 

在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单中心城市结构还进一步通过要素市场结构的优化配置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持续改善，其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口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加快城市群经济效率增

进(陈乐等，2018)
[21]

。单中心城市结构不仅因丰裕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城市的技术吸收及创新能力，还因提高了信息流动性，增

加了劳动力和工作的匹配机会，从而提高了城市群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二，创新资源在单中心城市的高度集聚使企业可以

充分发挥科技竞争优势，按照市场需要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合理配置既有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带动整个城市群经济效

率的改进。其三，单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生产成本节约的方式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一方面，产业

集聚使企业获得消费市场信息的成本更低，并提高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战略能力，实现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使产

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而且产业集聚还会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使企业可以因成本节约以及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增强而获得更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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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李思慧，2011)[28];另一方面，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导向使要素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推动

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演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增进(何德旭和姚战琪，2008)[25]。 

(二)多中心城市的规模互借效应：分工协作和关联辐射 

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是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形成的动力来源之一(王猛等，2015)[35]。在多中心城市结构下，城市群出现拥

挤效应的可能性较小，并且随着人口的持续集聚，单中心城市产生的低效率问题将通过多中心城市之间的职能分工所解决

(Parr,2004)[16]。这种专业化分工效应来源于城市之间的“互借规模”,其不仅可以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比较优势，还使多

中心空间结构获得单一特大城市所享有的集聚经济。首先，随着单中心城市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出现，中心城市的相关经济主体

则会积极向外转移相关中间产品，以此节约生产成本并加快了产业结构系统内部的分工深化，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效率改进。

其次，多中心城市结构不是简单的低密度分散，尤其是大城市周边小城市可以因临近大城市而受益，比如小城市因在大城市航

空港等交通设施的服务范围之内，可以节约交通成本，即多中心城市结构可以获取规模互借效应，但又不会损失规模集聚效益(孙

斌栋和丁嵩，2017)[33]。在城市间交流成本较高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城市

群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打破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从而形成发展合力(姚常成和宋冬林，2019)[40]。一方面，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职能在地理空间进行扩散，并在城市之间关联的特殊节点重新集聚，形成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工布局，因而知识和

技术溢出效应不再受地理空间限制，使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集聚与分工(苏红健和赵坚，2011)[34];另一方面，在多中心城市空

间结构条件下，企业各个生产环节不再局限于某一城市，而是可以凭借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以此不断提高城市

群的经济效率(张若雪，2009)[45]。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所产生的互借规模效应，会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对周围城市产生辐射效应。

McMillen和 Stefani(2003)
[13]
对美国 62个大都市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区域内城市数目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通勤成本的增加

而递增，因此单中心城市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带来通勤成本和地租成本的快速上升，从而降低了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效率。随

着单位通勤成本和人口的增加，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均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尤其是多中心空间结构带来的发散型交通

网，使多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联系更为紧密(Fujita,1982)[9]。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通勤成本的快速增长使城市离心

力大于向心力，企业及居民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向周边城市迁移，从而推动相关生产环节向外转移；另一方面，集聚带来土地

成本和商业成本的增加使周边城市更具有吸引力，而新迁入的企业为周边城市带来了发展活力，从而加强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

市的凝聚力，扩大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范围。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因技术创新及产品

多样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产生的正外部性，明显增强了信息科技以及交通通讯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而运输网络水平的提

高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外部性传导，使长三角城市群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效率最高的城市群(李煜伟和倪鹏飞，2013)[31]。 

(三)多中心城市结构的扩散效应：知识溢出和创新升级 

城市群多中心结构之所以存在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多中心城市结构下的中心城

市因地理、就业、经济以及高校资源优势，使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型人

才，尤其是知识溢出通过人力资本载体与知识商业化两大渠道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进而提高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刘生龙，2014;

汪彦，2018)[32,36]。其中，大学知识通过技术专利转让和校办产业等创新活动实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溢出，从而对于整个城

市群经济效率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多中心城市结构下的中心城市凭借自身优势吸引着更多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而这

些企业往往因具有技术性强、产品更新换代快、投资力度大等显著特点，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对周围城市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最

后，技术扩散是多中心城市结构的重要特征，其影响的扩大通过城市之间的模仿、示范和传播等方式推动了核心城市与非核心

城市之间的技术互动。核心城市通常拥有丰富的技术型人才，而非核心城市随着吸收核心城市先进发展经验和技术的经验积累，

其吸引人才和技术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从而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做好了准备(朱美光，2007)[41]。正是因为城市之

间这种研发要素的正向技术反馈，使技术扩散效应在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白俊红，2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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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创新升级存在密切关联。人才存量构成城市群人力资本

的数量和质量，而技术积累则是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二者对城市群经济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创新升

级作为推动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不仅提高了城市竞争力，还提升了城市群经济效率。从宏观上

看，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城市群有两个以上的经济发展中心，并且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优势，推动了技术创新从局

部到整体的跨越，进而使创新成为推动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而对于微观企业而言，核心与

非核心城市的企业之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导致持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往往集聚在拥有丰富资本要素的核心城市。拥有较高

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的企业通过外向转移相关生产环节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不仅提高了非核心城市企业对专有技术的吸收能力，

还促进了企业产品研发、科学管理以及产品更新换代，并优化了企业创新结构，提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在多中心城市

空间结构中，随着人力资本和技术积累的增加，核心城市的知识外溢效应也在不断增强。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力资本存

量提高了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水平，并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城市群的科技转化能力，最终推动了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

技术扩散与空间临近密切相关，而技术邻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空间对知识溢出的限制作用(陈跃刚等，2018)[20]。可见，

知识溢出以技术为桥梁，通过技术扩散来辅助临近城市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及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并优化了

创新结构，因而显著提高了城市群经济效率。 

综上所述，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具体作用机制可见图 1: 

 

图 1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机制，本文将主要考察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并进行相关的机制检验。根据实证研究目的，

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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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中，i代表城市群，t代表年份，TFP是城市群经济效率，HHI为城市群空间结构指数。为了使估计结果更具有可靠

性，本文引入政府干预(LnGOVit)、对外开放水平(LnFDIit)、人力资本水平(LnEDUit)以及基础设施水平(LnINFit)为控制变量。εit

是随机扰动项；υi是时间虚拟变量，代表未观测到的经济冲击；μi是个体虚拟变量，代表未观测到的个体特征。 

由于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进一步考察要素集聚、职能分工和知识溢出可能会对城市群

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调节效应。为此，在上述基准模型基础上，本文引入城市群单中心城市结构的集聚效应、多中心城市

结构的分工效应及溢出效应与 HHI 指数的交互项。首先，为了检验城市群单中心城市结构要素集聚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如下

交互项模型： 

 

在式(2)中，引入 HHIit·AGGit交互项。相关研究表明，经济要素的集聚增强了单中心城市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因而

预期 HHIit·AGGit的系数为正。 

其次，为了检验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结构职能分工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交互项模型： 

 

在式(3)中，HHIit·FGit为主要交互项，其系数 α3表示城市群职能分工在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调节效应：若 α3

为负，表明城市群职能分工程度提高能增强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若α3为正，则表明职能分工程度提高抑制

了多中心对经济效率的改善。由于集聚不经济是城市群向多中心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当城市群处于多中心空间结构阶段时，

随着城市群规模的扩大，发生集聚不经济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城市之间通过明确分工合作，能够有效降低集聚不经济的负

面影响，即预期α3符号为负。 

最后，为了检验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结构知识溢出对经济效率增进的调节效应，本文设定如下交互项模型： 

 

在式(4)中，引入市场潜力函数对城市群的知识溢出进行测度，并在估计模型中加入 HHIit·MRit的交互项。由于中心城市发

展存在巨大的人才、知识和技术优势，随着周围城市与中心城市地理上的临近，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能够受到大城市的经济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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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城市之间能够共享要素资源和发展机会，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增进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预

期α3为负。 

(二)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0)对中国 23个城市群的界定，以及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本文最终选取

了 20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见表 1(方创琳等，2011)[23]。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江淮城市群中巢湖市于 2011 年撤销，并由合肥代管，因此

本文将巢湖在 2011年之前的各项数据并入合肥。对于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表 1中国 20个城市群以及所辖城市 

城市群 所辖城市 

长株潭城市群 长沙、株洲、湘潭 

兰白西城市群 兰州、白银、西宁 

黔中城市群 贵阳、遵义、安顺 

晋中城市群 太原、晋中、阳泉 

滇中城市群 昆明、曲靖、玉溪 

银川平原城市群 银川、吴忠、石嘴山 

南钦北防城市群 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 

关中城市群 西安、咸阳、铜川、宝鸡、渭南 

环鄱阳湖城市群 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 

海峡西岸城市群 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宁德 

武汉城市群 武汉、黄石、鄂州、孝感、咸宁、黄冈 

哈大长城市群 哈尔滨、大庆、长春、齐齐哈尔、吉林、松原 

山东半岛城市群 济南、青岛、威海、烟台、东营、日照、淄博、潍坊 

中原城市群 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 

珠三角城市群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承德、沧州 

江淮城市群 合肥、巢湖、芜湖、铜陵、马鞍山、滁州、六安、淮南、池州、安庆、蚌埠 

辽东半岛城市群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阜新、盘锦、丹东、辽阳、铁岭、葫芦岛、营口、锦州 

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泰州、 

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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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 
成都、重庆、德阳、绵阳、广元、宜宾、乐山、泸州、 

南充、自贡、达州、眉山、内江、遂宁、广安、雅安、资阳、巴中 

 

表 2中国城市群经济效率 SFA模型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变量 系数(标准误) t统计量 

β0 34.8978
***
(1.0109) 34.5228 

β1 0.4861***(0.0517) 9.4039 

β2 -0.0009(0.0009) -1.0494 

β3 -3.2447***(0.2836) -11.441 

β4 2.2923***(0.6377) 3.5944 

β5 -0.2128***(0.0547) -3.8904 

β6 -0.0276***(0.0058) -4.7580 

β7 0.0142*(0.0087) 1.6424 

β8 0.1423***(0.0177) 8.0424 

β9 0.1383***(0.0337) 4.1042 

σ2 0.2022***(0.0242) 8.3397 

γ 0.9637***(0.0049) 196.4977 

μ 0.8829***(0.1194) 7.3923 

技术无效率 

不存在的 LR检验 
491.3091 

 

Log似然函数值 209.3866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效率(TFP)。 

关于经济效率的测度，现有研究多数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但该方法过于简单且不能够有效反应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鉴此，本文将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FA)来综合考虑城市群的投入产出质量来计算城市群经济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当

仅仅考虑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时，随机前沿的生产函数通常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虽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

式简单，并且参数有直接经济意义，但其技术中性和产出弹性固定为 1 的假设却不能很好地反映城市群经济效率的真实情况，

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则能克服其弊端，并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对产出的影响。为此，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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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城市群经济效率，其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在式(5)中，Yit表示第 i 个城市群在第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Kit和 Lit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本文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与从业人员数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变量，其中社会固定资产的处理借鉴单豪杰(2008)[22]做法，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

KI.T=(1-δ)Ki,t-1+Ii,t,当期投资 I为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差额，折旧率设定为 10.96%。νit为随机干扰项且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δ2itit2的正态分布，uit为技术无效率项且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 N
+
(μ,δ

2
it)。t为时期，T为总时期，β0为常数项，η为效

率水平的时变参数，β1-β9均为待估计的参数。 

表 2的估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总体方差σ2无效率项μ和γ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超越对数形式的 SFA模型能够比较好的刻画城市群经济效率。因此，城市群经济效率可用以下计算公式求出： 

 

其中，TEit表示 i城市群在 t时期的效率，exp(β0+β1t)表示 t时期的前沿面技术水平。 

2.解释变量：赫芬达尔指数(HHI)。 

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测度方法较多，如 HHI 指数法、位序规模法、首位度法和基尼指数法等，这些指数法都是基于城市

群人口和经济规模进行构建。而赫芬达尔指数最早是用来衡量产业集中度，也是衡量城市群空间结构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的常用

指标之一，后来被广泛引入城市经济学中。鉴于其能对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分布及演进规律进行较为精准的刻画，因此本文采

用赫芬达尔指数对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其计算公式为： 

 

在式(10)中，pi表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p 表示人口总数，si表示城市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n 为城市群数量。赫芬达尔

指数(HHI)介于[1/n,1]之间，该指数越接近于 0,城市群越趋向多中心城市结构；指数越接近于 1,城市群越趋向单中心城市结构。 

3.调节变量。 

关于集聚指标(AGG)、职能分工(FG)和知识溢出(MR)三个调节变量的测度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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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经济集聚指数：由于集聚本质展现的是经济活动密度，因而可以采用非农就业密度来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集聚程度

(Ciccone and Hall,1996)[6]。因此，本文也采用就业密度来衡量城市群的集聚程度，以“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除以“城

市群土地面积”来衡量城市群经济集聚度，即： 

 

其中，Ei表示城市群 i就业人员数，Si表示城市群土地面积。AGG越大，表示城市群集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城市群职能分工指数：对于城市群分工水平的测度，Duranton和 Puga(2005)
[7]
采用城市中“企业管理人员数/工业生产人员

数”与全国“企业管理人员数/工业生产人员数”的差来衡量，而 Bade等(2004)[2]使用城市白领数比蓝领数与全国白领数比蓝领

数的水平差来衡量。因此，本文借鉴他们的处理思路和做法，以城市群中“生产性服务业人员/工业生产人员”与全国“生产性

服务业人员/工业生产人员”的比值来度量城市群职能专业分工水平，即： 

 

在式(12)中，FG 表示城市群专业分工强度，其中 Li表示城市群 i 的生产性服务业人数，LI表示全国生产性服务业人数，Ln

表示城市群 i 的工业生产人数，LN表示全国工业生产人数，N 表示城市群总个数。FG 值越接近于 1,表示城市群管理部门相对集

中，说明城市群空间职能分工程度较高；FG值越接近于 0,表示城市群生产制造部门相对集中，说明城市群空间职能分工程度越

低。 

城市群知识溢出指数：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内部关联，也正是城市群内部存在的溢出效应，从而使城市之

间联系更加紧密。为了刻画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 Harris(1954)[10]提出的市场潜能函数法来测度，其计算公式为： 

 

在式(13)中，GDPst表示 t年城市群中城市 s的 GDP,dis表示 i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到 s城市的距离之和，反映是城市群内部

所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加权之和，权重为城市群内部该城市到其他城市距离的倒数。MR 越大说明城市群市场潜力越大，辐射范

围越广。 

表 3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HHI 
-0.285*** 

(0.045) 

-0.245*** 

(0.044) 

-0.026 

(0.083) 

-0.321*** 

(0.043) 

-0.036 

(0.082) 

-0.310*** 

(0.044) 

-0.069 

(0.049) 

AGG 
 

-0.111*** 

(0.025) 

-0.052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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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0.042*** 

(0.008) 

0.205*** 

(0.041)   

MR 
     

0.002
***
 

(0.001) 

0.009
***
 

(0.001) 

HHI*AGG 
  

0.453*** 

(0.147)     

HHI*FG 
    

-0.428*** 

(0.106)   

HHI*MR 
      

-0.018*** 

(0.002) 

LnGOV 
-0.058** 

(0.022) 

-0.040* 

(0.021) 

-0.039** 

(0.021) 

-0.092*** 

(0.021) 

-0.112*** 

(0.021) 

-0.049** 

(0.021) 

-0.042** 

(0.019) 

LnFDI 
0.018*** 

(0.007) 

0.028*** 

(0.007) 

0.032*** 

(0.007) 

0.019*** 

(0.007) 

0.015** 

(0.007) 

0.014** 

(0.007) 

0.022*** 

(0.006) 

LnEDU 
0.079*** 

(0.014) 

0.081*** 

(0.013) 

0.087*** 

(0.013) 

0.074*** 

(0.013) 

0.065*** 

(0.013) 

0.076*** 

(0.013) 

0.072*** 

(0.012) 

LnINF 
0.175*** 

(0.014) 

0.204*** 

(0.015) 

0.197*** 

(0.049) 

0.160*** 

(0.014) 

0.147*** 

(0.014) 

0.142*** 

(0.016) 

0.0945*** 

(0.016) 

常数项 
-1.270*** 

(0.103) 

-1.480*** 

(0.111) 

-1.582*** 

(0.113) 

-1.283*** 

(0.097) 

-1.272*** 

(0.095) 

-1.002*** 

(0.122) 

-0.862*** 

(0.110)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Within-R
2
 0.78 0.92 0.81 0.81 0.82 0.93 0.84 

 

4.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因素的纷繁复杂，为了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误差，本文还引入了如下控制变量：一是政府干

预程度(LnGOV),采用城市群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对数来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财政支出

其占 GDP 比重越大政府参与度越强，一定程度上越不利于市场活力的释放，因此，对于政府支出的科学分配是影响城市群经济

效率的重要途径。二是对外开放水平(LnFDI),采用城市群使用外资总额的对数表示。城市群的外资使用能够通过资本引入、市

场盘活、就业拉动等途径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而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三是人力资本积累(LnEDU),本文采用城市群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表示。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对于科技研发和科技转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缩短了科学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的时间，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对城市群经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四是基础设施水平(LnINF),采用城市

群人均电信总量的对数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城市群的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而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节省人员之间的交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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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交易费用、加快知识技术和信息的传播，通过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流程来提高城市经济经济效率。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将采用面板模型对上实证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表明，双向固定效应能更加有效估计上述模型。表 3报告了城市

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模型一的空间结构指标(HHI)为负，并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城市群越趋向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城市群经济效率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一的可靠性，本文在模型一中逐步加入

其他影响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指标，如模型二、模型四和模型六所示，其 HHI 指数依然通过了 1%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

市群多中心城市结构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效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结构形成了更

多的经济集聚中心，从而在城市之间实现了资源共享和经济互利；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群规模的扩大，一些城市群的过度集聚

带来的负外部性抵消了正外部效应，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因而单个核心城市不足以负担整个城市群发展压力，进而引导

外圈产业分工集聚，最终形成更加均衡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从经济集聚(AGG)、职能分工(FG)、知识溢出(MR)三个作用传导

机制进行了考察。模型三、模型五和模型七分别加入三个指标和空间结构的交互项，其交互项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令人疑惑的是，模型二中加入经济集聚(AGG),发现空间结构系数显著为负，即单中心城市结构抑制了城市群经济效率，而模型

三中经济集聚和空间结构的交互项则显著为正，这说明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缓解了单中心城市结构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不利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群内部等级结构优势并不突出、内部紧凑性不高以及重要节点城市之间

缺乏紧密的空间联系，而经济要素的集聚改善了城市群单中心城市结构“大而散”带来的发展弊端，并提高了其经济效率(熊鹰

等，2019)[37]。同时，受到城市规模、行业结构等的影响，部分城市群发展水平较低，仍然处于经济要素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的

初级阶段。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心城市的快速集聚，缓解了单中心城市群在初级发展阶段的低效率状况。随后，城市群内部各个

城市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劳动力和交通的交互作用，从而能够实现资源的整合，形成城市群内部网络化，这种网络化效应使城

市群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从而抵消了单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模型五和模型七的估计结果显示，职能分工(FG)和知识溢出(MR)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二者与空间结构(HHI)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说明，随着城市群职能分工的深化及城市群知识溢出效应的增强，多中心城市结构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也

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首先，多中心城市结构通过城市群内部职能分工和关联辐射提高了城市群经济效率。尤其是随着交

通运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城市群内部之间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生产、分配、交换及销售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城市之间

的分工也更为明确；而中小城市通过嵌入中心城市支撑的城市群网络通过实现“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来弥补自身规模发

展不足与功能单一的劣势，进而导致多中心城市结构显著促进了经济效率(刘修岩和陈子扬，2017)[30];其次，多中心城市结构通

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城市群经济效率。人力资本、知识、信息和科技的溢出，使创新要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从而带动

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创新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了城市群经济质量。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多中心

城市结构更能够通过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创新互动和知识外溢，提高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 

表 4城市行政级别下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含副省级城市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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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 
-0.250*** 

(0.075) 

-0.146** 

(0.060) 

-0.519*** 

(0.117) 

-0.438*** 

(0.145) 

0.298*** 

(0.070) 

0.150 

(0.172) 

0.211** 

(0.081) 

-0.228** 

(0.101) 

AGG 
  

-0.577
***
 

(0.101) 

-0.119 

(0.103)     

FG 
    

0.354*** 

(0.031) 

0.199** 

(0.081)   

MR 
      

0.041*** 

(0.005) 

0.003 

(0.002) 

HHI*AGG 
  

0.881*** 

(0.222) 

0.604** 

(0.298)     

HHI*FG 
    

-0.703*** 

(0.076) 

-0.463* 

(0.240)   

HHI*MR 
      

-0.073*** 

(0.009) 

0.002 

(0.007) 

LnGOV 
-0.042 

(0.027) 

-0.059 

(0.043) 

-0.039* 

(0.006) 

-0.049 

(0.042) 

-0.066*** 

(0.015) 

-0.101** 

(0.045) 

-0.046** 

(0.021) 

-0.029 

(0.041) 

LnFDI 
0.028*** 

(0.007) 

0.025 

(0.020) 

0.037*** 

(0.000) 

0.025 

(0.020) 

0.017*** 

(0.004) 

0.014 

(0.021) 

0.018*** 

(0.006) 

0.030 

(0.019) 

LnEDU 
0.032** 

(0.015) 

0.215*** 

(0.023) 

0.050*** 

(0.013) 

0.229*** 

(0.023) 

0.042*** 

(0.009) 

0.194*** 

(0.024) 

0.041*** 

(0.012) 

0.184*** 

(0.023) 

LnINF 
0.143

***
 

(0.022) 

0.204
***
 

(0.022) 

0.107
***
 

(0.019) 

0.213
***
 

(0.028) 

0.069
***
 

(0.013) 

0.178
***
 

(0.024) 

0.088
***
 

(0.018) 

0.131
***
 

(0.029) 

常数项 
-1.016*** 

(0.129) 

-2.062*** 

(0.249) 

-0.805*** 

(0.144) 

-2.049*** 

(0.253) 

-0.805*** 

(0.073) 

-1.938*** 

(0.261) 

-0.792*** 

(0.113) 

-1.478*** 

(0.272)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65 135 165 135 165 135 165 135 

Within-R
2
 0.69 0.89 0.81 0.89 0.91 0.89 0.81 0.91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的干预度对城市群经济效率影响为负，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扭曲

了市场对资源配置，从而降低财政使用效率和市场运行效率，对城市群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

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群经济效率均存在积极影响。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给城市群发展注入资本，并通过产业

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群经济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信

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降低通讯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使市场经济主体能够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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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 

表 5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变量 LLC IPS ADF-Fisher PP-Fisher 

TFP 4.500 7.549 1.477* 12.356*** 

一阶差分 -18.504*** -13.964*** 3.609*** 48.164*** 

HII -6.693*** -3.906*** 6.103*** 8.149*** 

一阶差分 -15.431*** -13.022*** 9.285*** 40.973*** 

Q -4.853*** -3.237*** 6.524*** -1.467* 

一阶差分 -12.648*** -9.471*** 7.798*** 22.569*** 

FG -3.250*** -1.477* 4.153*** 2.911*** 

一阶差分 -15.344
***
 -11.621

***
 7.179

***
 34.234

***
 

AGG -2.269** -0.587 3.845*** 1.026 

一阶差分 -13.089*** -9.303*** 6.857*** 27.031*** 

MR 12.290 14.621 -1.076 -4.262 

一阶差分 -5.433*** -4.368*** 5.546*** 8.754*** 

HHI·FG -6.067*** -3.510*** 4.274*** 4.874*** 

一阶差分 -14.688
***
 -11.773

***
 7.526

***
 36.167

***
 

HHI·AGG -1.861** 0.001 3.635*** -0.716 

一阶差分 -10.954*** -7.635*** 6.840*** 18.600*** 

HHI·MR 5.710 8.504 -0.837 -2.560 

一阶差分 -10.032*** -8.495*** 5.737*** 20.964*** 

Q·FG -4.302*** -1.942** 4.506*** 2.586** 

一阶差分 -15.202*** -11.423*** 8.016*** 35.027*** 

Q·AGG -2.561*** -0.329 3.269*** 1.167 

一阶差分 -12.532
***
 -8.761

***
 5.986

***
 23.165

***
 

Q·MR 12.443 14.323 -1.036 -3.468 

一阶差分 -2.857*** -1.868*** 5.837*** 3.064*** 

 



 

 14 

(二)异质性讨论 

相关研究经验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发展有重要的影响(Chan,2002;江艇等，2018;郑建锋和陆千虎，2019)
[4,26,42]

。因此，

本文将进一步从城市行政级别视角讨论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其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1994年 2月 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

的中编(1994)1号文件明确划定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武市、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

济南和杭州共 16个城市的行政级别确定为副省级。副省级城市作为中国城市行政级别架构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其前身为计

划单列市，并且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也确定为省部级。副省级城市具有部分省级社会经济管理权限，这

意味着与普通地级市相比，副省级城市不仅在经济财政上绕过了省级政府而归中央直接管辖，而且可以优先获得更多的行政资

源。因此，将城市确定定为副省级市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副省级城市通过行政级别来获取自身城市本身所需要的各种要

素资源，加快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副省级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强的干预能力，这很容易导致在配置要素资源时偏

离市场原则，造成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 

1994 年之后，除了重庆市于 1997 年被划为为直辖市之外，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未有重大变化。因此，本文以 1997 年国务

院规定的 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划分标准，针对城市群是否含有副省级城市将城市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群中含有副省级城市；

另一类是城市群中不包含副省级城市。估计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模型一和模型二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多中心城市结构对城市群经济效率依然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三和模型四的估计结果和基准估计结果一致，经济集聚程度

的提高缓解了单中心城市结构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且未含有副省级城市的城市群这一影响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是

未包含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城市群相对规模比较小，城市之间紧凑度更高，而紧凑度的提升能抑制城市的低效扩散并缓解城市快

速发展对环境的扰动，从而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城市的运行效率(韩刚等，2019)[24]。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加入职能分工和

空间结构的交互项，发现其系数符号与基准估计一致，但是系数大小反映了未含有副省级城市的城市群职能分工效应更强，并

且城市群职能分工程度的提升增强了多中心城市结构对于城市群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模型七和模型八的结果显示，关于未

含有副省级城市的城市群，其知识溢出效应增强了多中心城市结构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城

市行政级别越高，制造业企业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伴随着高行政级别城市放开对人口、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限制，人口和技术

将难以消化吸收，从而使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更为复杂，分工不明晰，进而降低了经济效率(江艇等，2018)[26];另一方面，未含

有副省级城市的城市群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分工更为简单，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更短。其可以利用空间、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

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从而可以有效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 

表 6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动态 GMM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TFPi-1 
0.376*** 

(0.057) 

0.494*** 

(0.061) 

0.663*** 

(0.058) 

0.387*** 

(0.054) 

0.291*** 

(0.064) 

0.353** 

(0.049) 

0.287*** 

(0.044) 

HHI 
-0.273*** 

(0.036) 

-0.253*** 

(0.034) 

-0.774*** 

(0.109) 

-0.322*** 

(0.033) 

0.178 

(0.145) 

-0.294*** 

(0.039) 

-0.153** 

(0.065) 

AGG 
 

-0.187*** 

(0.034) 

-0.548*** 

(0.081)     

FG 
   

0.042*** 

(0.010) 

0.316*** 

(0.079)   

MR 
     

0.002*** 

(0.004) 

0.00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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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AGG 
  

1.010*** 

(0.213)     

HHI*FG 
    

-0.750
***
 

(0.213)   

HHI*MR       
-0.010*** 

(0.003) 

LnGOV 
-0.079*** 

(0.014) 

-0.090*** 

(0.016) 

-0.085*** 

(0.014) 

-0.104*** 

(0.019) 

-0.100*** 

(0.016) 

-0.071*** 

(0.013) 

-0.064*** 

-(0.012) 

LnFDI 
0.010 

(0.007) 

0.017** 

(0.007) 

0.003 

(0.008) 

0.009 

(0.006) 

0.009 

(0.008) 

0.008 

(0.006) 

0.017*** 

(0.006) 

LnEDU 
0.088*** 

(0.017) 

0.085*** 

(0.017) 

0.074*** 

(0.019) 

0.088*** 

(0.015) 

0.062*** 

(0.018) 

0.086*** 

(0.015) 

0.085*** 

(0.014) 

LnINF 
0.117*** 

(0.010) 

0.142*** 

(0.011) 

0.144*** 

(0.012) 

0.113*** 

(0.010) 

0.116*** 

(0.012) 

0.087*** 

(0.012) 

0.076*** 

(0.012) 

常数项 
-1.061*** 

(0.090) 

-1.310*** 

(0.084) 

-0.952*** 

(0.113) 

-1.105*** 

(0.081) 

-1.150*** 

(0.092) 

-1.823*** 

(0.103) 

-0.861*** 

(0.106) 

AR(2) 
1.58 

(0.12) 

2.46 

(0.01) 

1.83 

(0.07) 

2.20 

(0.03) 

0.82 

(0.41) 

0.88 

(0.38) 

0.72 

(0.47) 

Hansentest 
30.34 

(0.25) 

27.98 

(0.31) 

29.02 

(0.23) 

28.86 

(0.27) 

26.29 

(0.34) 

28.03 

(0.31) 

30.58 

(0.17)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影响效应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从改变估计模型和置换核心解释变量两种方式进行稳健

性检验。虽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很好的控制时间和个体异质性，但是城市群经济效率不仅仅受到当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

历史因素的影响，即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变化可能存在动态性和连续性。于是，本文尝试引入动态面板模型对上述基础模型进行

重新估计。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前，本文分别采用 LLC 检验、IPS 检验、ADF-Fisher 检验以及 PP-Fisher 检验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平

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见表 5。同时，本文还采用了 Kao检验和 Pedroni

检验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篇幅限制，不予列出),两种检验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

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的现象，可以进行面板模型的估计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6。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群经济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动态效应。模型一到模型七的估计结果与表 3 基本一致，多中心城

市结构能够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从而证明了以上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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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Meijers和 Burger(2010)[15]的处理方法，本文进一步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来刻画城市群空间结构，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式(14)中，Q 是参数，Pi为 i 城市的人口规模，Ri为 i 城市在城市群中的人口规模位序，C 为常数。当 Q 为 1 时，表明城

市群城市按照等级规模进行分布，城市群趋于理想状态；当 Q 大于 1 时，城市群规模集中，呈现单中心城市分布；当 Q 小于 1

时，城市群规模分散，城市群内部趋于均衡，呈现多中心城市分布。估计结果如表 7所示。 

本文通过比较表 3与表 7的估计结果，发现替换空间结构(HHI)指标后，相关解释变量除了在估计结果的系数值和显著性程

度上有所差异外，与基准模型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以上检验说明，不论是改变模型估计方法，还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城市

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与前文研究结论均一致，从而说明前文的估计结果是非常可靠稳健的。 

表 7替换变量下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TFPi-1 
0.452*** 

(0.028) 

0.471*** 

(0.026) 

0.486*** 

(0.026) 

0.412*** 

(0.032) 

0.369*** 

(0.045) 

0.466** 

(0.029) 

0.420*** 

(0.037) 

Q 
-0.064*** 

(0.020) 

-0.061*** 

(0.022) 

-0.192*** 

(0.074) 

-0.163*** 

(0.030) 

-0.042 

(0.053) 

-0.061*** 

(0.020) 

-0.060 

(0.044) 

AGG 
 

-0.203*** 

(0.034) 

-0.523*** 

(0.162)     

FG 
   

0.081*** 

(0.016) 

0.370*** 

(0.066)   

MR 
     

0.001*** 

(0.005) 

0.015*** 

(0.004) 

Q*AGG 
  

0.310** 

(0.156)     

Q*FG 
    

-0.213*** 

(0.047)   

Q*MR 
      

-0.013*** 

(0.004) 

LnGOV 
-0.088

***
 

(0.014) 

-0.093
***
 

(0.014) 

-0.103
***
 

(0.015) 

-0.145
***
 

(0.025) 

-0.158
***
 

(0.026) 

-0.084
***
 

(0.013) 

-0.066
***
 

(0.015) 

LnFDI 
0.014** 

(0.006) 

0.026*** 

(0.007) 

0.023*** 

(0.008) 

0.013*** 

(0.007) 

0.022*** 

(0.007) 

0.013** 

(0.006) 

0.021*** 

(0.006) 

LnEDU 0.095*** 0.092*** 0.092*** 0.106*** 0.110*** 0.094***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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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0.019) (0.020) (0.019) (0.023) (0.018) (0.017) 

LnINF 
0.111*** 

(0.009) 

0.147*** 

(0.011) 

0.151*** 

(0.012) 

0.113*** 

(0.010) 

0.105*** 

(0.012) 

0.088*** 

(0.012) 

0.077*** 

(0.014) 

常数项 
-1.195*** 

(0.081) 

-1.505*** 

(0.080) 

-1.380*** 

(0.104) 

-1.315*** 

(0.080) 

-1.667*** 

(0.114) 

-1.030*** 

(0.099) 

-1.096*** 

(0.114) 

AR(2) 
0.62 

(0.54) 

2.60 

(0.09) 

2.70 

(0.01) 

0.81 

(0.42) 

1.38 

(0.17) 

-0.01 

(0.99) 

0.24 

(0.81) 

Hansentest 
28.66 

(0.38) 

28.53 

(0.33) 

28.09 

(0.30) 

25.13 

(0.46) 

24.31 

(0.50) 

28.42 

(0.34) 

27.34 

(0.32)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 2003-2017年中国 20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及其调节效应，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以

下结论：(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

阶段，多中心城市结构可以通过资源要素向周围城市流动和核心城区的辐射作用，从而有效缓解了集聚不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推动了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提升。(2)经济集聚的提高能有效抑制单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差距较

大、城市群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发展阶段差异明显，部分城市群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发挥要素集聚效应和推动城

市网络化发展可以帮助单中心结构的城市群走出经济效率低的发展困境。(3)加强知识溢出和功能分工能有效增强多中心城市结

构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多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扩散，发挥创新在提高城

市群经济效率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多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互借规模效应能通过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进行协作，从而使

城市群的产业关联度更高，辐射效应更强，极大地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城市群内的配置效率。(4)在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中，未包

含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城市群经济效率更高。城市行政级别越低，其规模相对越小，从而使其交通通达性高、交流成本低、资源

错配现象少以及产业分工简单的优势更明显。因而，城市群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增进城市群的

经济效率。研究结果还表明，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基础设施水平也是提升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关键

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引导城市群向多中心城市结构发展，促使资源要素在城市群范围内流动，形成区域人才、技术和产业的正向反

馈机制，借此增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强度。同时，还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既要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网络的建设，

并以基础网络为载体，扩大中心城市创新辐射范围，又要防止脱离城市经济发展实际，从而优化城市群总体发展质量。 

第二，根据城市群经济差距、发展水平阶段、城市规模和行业结构实施差异化的城镇化策略，并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

适应。由于部分城市群仍处于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初级发展阶段，应慎重采取推动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战略，因为这很有可能会

导致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损失，进而抑制城镇化质量提升。对于单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当前重要抓手是要破除体制障碍、要素流

动障碍和影响创新的结构性障碍，降低资源流动成本，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从而推动要素布局与生产力布局相匹配。 

第三，坚持以创新引领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效率互动发展。其一，要高度重视知识、人才和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在增进

城市群经济效率中的关键作用。创新重视程度的提高，有利营造技术扩散和人力资本扩散的知识溢出氛围，从而在吸引高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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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集聚方面存在更大优势，不仅可以激发城市群创新活力，还能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其二，要继续强化高校及企业在核心技

术研发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高校和企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打造创新“栖息地”,并建设良好的创新“软”、“硬”环境，从而

带动整个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三，要合理引导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竞争过程中不断加强经济利好关系，形成城

市之间正向反馈机制，即中心城市承担核心创新功能，周围城市作为创新试点承担信息反馈功能，从而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

享的发展格局。 

第四，要发挥城市政治职能在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中的作用。在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时，政府应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具体而言，政府应合理引导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有

条件的放开对人口、产业等要素的流动限制，并对行政级别等级高的城市适当采取分流措施，缓解因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导致

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的过度城镇化状况。最后，政府应加大教育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优化政府职能，有效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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